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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财政分权、劳动力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 

张莉娜 吕祥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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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110) 

【摘 要】：本文基于 2007-2017年 26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从线性、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三个角度对中国式

财政分权下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劳动力流动和财政分权均促进了经济增长，且这

种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二者之间的交互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表明从总体上来说，财政分权抑

制了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以上结果具有一定的异质性，根据地区的差异和城市竞争力的不同而不

同。另外，就门槛回归的结果来看，随着财政分权和暂住人口数的增加，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呈现出“倒

U”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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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口流动可以为一个地区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本，据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流动人口中有 90%以上属于

劳动力流动。人口流动为一个地区带来增长所需要的劳动要素，同时也会刺激当地的消费，拉动内需。近几年，我国流动人口

的人力资本禀赋持续提升，1982-2015年间，我国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 5年，同时流动人口与全国人口的平均受教

育年限的差距也在逐渐增加(段成荣等，2019)[1]。表明流动人口可以为流入地提供更多高科技、高技能人才，有助于改善流入地

的劳动力结构，另外人口流入还会引发人才集聚，进而会产生知识溢出效应，有助于推动当地企业的创新，促进当地经济走向

高质量发展。因此各地区政府为了当地的经济发展，纷纷采取各种优惠政策来吸引劳动力流入。虽然我国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

造成一定的阻碍，但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人们更加关注居住地的生活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因此地区之间的生活质

量差异和公共服务差异仍然“激励”着人口流动行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口向某个地区进行流动，该地区的生活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

务将会作为一个考量因素。研究表明，生活舒适性在高学历者的区位决策中尤为重要(高春亮和李善同，2019)[2]。 

而公共物品的提供离不开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的作用，而地方政府行为又受到财政分权这一政策体制的影响，最终影响

了地方政府对公共服务的供给。在适度的财政分权下，由于“用脚投票”机制的存在，有能力且具有前瞻性的地方政府会选择

优化当地公共服务水平，同时地方政府在行为和政策的制定上又受到中央政府的控制和约束，保证了劳动力在合理的范围内流

入，减少了拥挤效应的发生，最终为当地经济提供增长点。而过度的财政分权，使得政府拥有过多的财政收入和支出自主权，

地方政府可以采用更多的政策手段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这些地区往往经济发达，且是产业集聚区，政府可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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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性公共服务，由于就业岗位较多，且提供的公共服务较好，吸引了过多的人力资本流入，在带来规

模效应的同时，也导致了当地交通运输成本的增加以及人均资源分配等问题，最终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研究财

政分权背景下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更直观的探索政府的行为偏好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进一步探析其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文余下部分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第四部分为实证模型的设计；第

五部分为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第六部分为实证结果的分析；第七部分为进一步分析；第八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 

鉴于所研究的内容，本文梳理了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财

政分权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关于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学者们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样本，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Braun(1993)研究认为劳

动力流动通过降低了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幅度，进而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这种促进作用在长期可以提高资本的积

累，进而使得经济可持续增长[3]。王桂新和黄颖钰(2005)通过对 1995-2000年省级人口迁移与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

研究认为省级人口迁移(外来劳动力)已经成为推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劳动力的迁入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几

乎达到了 15%[4]。邹璇(2011)研究认为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劳动力迁移对物价、产出等造成影响，进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5]。胡荣才等(2011)从长短期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在短期内劳动力流动虽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劳动力流动显

著的促进了经济增长[6]。樊士德(2014)检验了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强弱性，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弱正效应”而非“强正效

应”
[7]
。史桂芬和黎涵(2018)研究发现人口迁移不仅可以在数量上改善我国地区之间劳动力供需上的不匹配问题，也可以在质量

上改变我国各地区的劳动力结构，进而使得各地区的劳动力结构可以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从而发挥了人力资本在

经济增长中的作用[8]。张义和王爱君(2020)从环境污染对健康损害的角度，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终得出劳动

力流动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空气污染抑制了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9]。但也有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具有显

著的抑制作用，例如杜小敏和陈建宝(2010)通过研究得出对于中西部一些人口流出大省，人口流出导致的人力资本的流失已经

显著的抑制了当地经济的发展[10]。毛新雅和翟振武(2013)对样本分为东、中、西后进行研究认为人口净迁移率在东部地区和西

部地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在中部地区抑制了经济增长[11]。李晓阳和黄毅祥(2014)研究认为劳动力的大量流出导

致了人力资本结构失衡，因而抑制了经济增长[12]。李晓阳等(2018)探究了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最终得出在不考虑人口老龄化时，劳动力的流入和流出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抑制作用，考虑人口老龄化时，劳动力流入对经济增

长的抑制作用不再显著
[13]

。周少甫和陈哲(2020)对人口流动和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进行了研究，得出人口流动对各地区的经济增

长具有负效应[14]。另外还有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例如 Zhang 等(2003)认为是经济增长

导致了劳动力的流动，反之则并没有影响[15]。李晓阳等(2015)以重庆市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

系，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对人口流动的抑制作用小于后者对前者的抑制作用[16]。 

既有文献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并没有得出确定的结论。有些学者认为财政分权促进了经济增长，例如

Lin 和 Liu(2000)通过使用我国 28 个省的数据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财政分权显著的促进了中

国的经济增长[17]。张晏和龚六堂(2005)使用分税制改革后的数据，也得出了该结论[18]。谢贞发和张玮(2015)通过对实证文献进

行荟萃分析，得出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受到“区域、劳资增长率、其他改制、预算内资金”等研究特征的显著

影响[19]。詹新宇和刘文彬(2020)从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视角，对我国省级和市级两个层面进行研究，认为财政分权对经济

增长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为对经济增长目标的拉动作用，而对计划外增长的影响较弱[20]。还有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财政分权对

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例如 Davoodi和 Zou(1998)利用不同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财政分权显

著的抑制了经济增长[21]。Zhang和 Zou(1998)通过我国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同样认为在我国财政分权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22]。

李文星等(2009)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为分税制前和分税制后，并认为在分税制前，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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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分税制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再显著[23]。另外，也有些学者通过研究，得出不同于以往学者的结论，例如李

涛和周业安(2008)通过我国 1994-2005 年的数据进行研究，认为财政分权本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24]。殷德生(2004)认

为过度的财政分权和集权均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反而会加剧了经济发展差距，因此应该选择适度的财政分权水平
[25]
。孙萌和台

航(2019)认为最优的财政分权水平的确定应与各层级政府的生产性支出的比例和产出弹性相匹配[26]。 

对将财政分权、劳动力流动和经济增长纳入同一框架中进行分析的文献较少，已知财政分权和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均具

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接下来对财政分权对劳动力流动影响的文献进行梳理。财政分权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更多的是间接的，

即财政分权通过影响公共服务和环境治理等政府行为，进而影响到劳动力流动。夏怡然和陆铭(2015)通过研究认为劳动力人口

会选择流向某个城市，不仅是为了获得该城市更高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还为了享受该城市的基础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27]。

在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的影响方面，虽然有学者研究认为财政分权可以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例如，平新乔和白洁(2006)认为

在财政分权下财政激励显著改变了公共品供给的结构，地方政府不仅增加了公路建设部门的公共支出，卫生和医疗部门的支出

也有适度的增加[28]。高琳(2012)以财政自主权来衡量财政分权进行研究，发现财政自主权增加了居民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但是

通过增加公共服务资金的投入效率来实现的[29]。杨刚强等(2017)经过研究得出相类似的结论，即财政分权增加了公共支出效率。

但更多的学者认为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具有负向影响[30]。傅勇(2010)研究认为财政分权降低了基础教育的质量，同时也减少了

公用设施的供给
[31]
。罗伟卿(2010)通过研究 1996-2007 年的全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后得出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政府的事权负担加

重，最终促使地方政府减少了公共服务的供给[32]。亓寿伟等(2016)对中国基础教育的支出效率进行研究，同样认为财政分权显

著的降低了基础教育的支出效率[33]。在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方面，刘建民等(2015)认为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

污染起到“竞次”效应，且随着财政分权的提高，环境污染问题会越来越严重[34]。丁鹏程等(2019)通过中国省级的数据进行研

究后得出相类似的结论，即财政分权与空气污染正相关，同时也会抵消由于环境保护支出、排污费征收等对空气质量的改善[35]。 

通过对以上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在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虽然学者们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均认为劳动力的

流出不利于流出地的经济增长，同时，财政分权作为一种制度，会影响到政府行为，进而间接的影响经济增长和劳动力流动，

而根据研究的样本量与时间的不同，学者们对于财政分权对政府行为的影响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表明劳动力流动与财政分权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鉴于此，本文有以下边际贡献：第一，在研究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考虑

了政府行为的因素。劳动力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通常来说劳动力流入一个地区，该地的公共服务是一个重要的考

量因素，而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因此政府行为是研究劳动力流动时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将影响政府行为的财政分权

体制纳入在分析范围，有助于更明确的分析政府行为是怎样影响劳动力流动，最终影响了经济增长的。第二，使用面板模型进

行研究。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财政分权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不确定，而财政分权和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并不

确定，可能对财政分权的水平和劳动力流动的多少有关，因此本文在对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研究时，使用面板

门槛模型，以便更加直观的研究不同财政分权水平下，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第三，考虑了财政分权和劳动力流

动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劳动力流入到本地，对本地的经济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否对邻近地区的经济也会造成一定影

响，影响的结果又如何，本文对此使用空间面板回归方法进行检验。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劳动和资本两个要素，因此劳动力流动会对一个地方的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口流

动会对缩小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具有一定的收敛和减缓作用(段平忠和刘传江，2005;王德等，2003)[36-37]。为了吸引更多更优质

的劳动力流入到本地，各地政府也纷纷出台了各种优惠政策。而通常情况下劳动力人口会选择流向某个城市，不仅是为了获得

该城市更高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而且还为了享受该城市的基础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夏怡然和陆铭，2015)[28]。

Tiebout(1956)的“用脚投票”理论为此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认为居民会根据自身对税收和公共服务的偏好，而选择所居住的地

区[38]。另外，除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会影响劳动力流动意向外，一个地区的环境状况也是人口进行流动时所考量的一个重

要因素。因为空气污染会导致劳动者健康的损坏，进而抑制了劳动力的流动，最终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张义和王爱君，

2020)
[9]
。尤其是对于中上层阶级人士而言，对环境污染问题更加敏感，环境污染会导致这部分人士外流(陈友华和施旖旎，2017)

[39]
,



 

 4 

而这部分人更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通常情况下，当劳动力流入某地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产生人力资本的集聚

效应，而这种集聚效应，会通过促进资源匹配效率和知识的溢出，促进当地经济快速的发展，同时也对邻近地区区域经济发展

水平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劳动力流动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水平，劳动力流动程度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即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

的门槛效应。 

假设 2:劳动力流动会对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影响，即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民生性公共服务的供给和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均与政府行为密不可分。财政分权，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赋予了政府更多

收入和支出的自主权，使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程度上的支配资源、调整产业结构的能力，因而可以对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决

策行为产生影响，最终间接影响了劳动力的流动方向。财政分权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并不确定，不同程度的财政分权水平对政府

的行为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在过度的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拥有过多的自主权，往往这些地区的经济发达，政府有能力提供

更多、更优质的民生性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采取更多的政策来吸引更多优质且低污染的企业进入，由于工作岗位多，

公共服务较好，因此吸引了过多的人口涌入，造成了交通拥挤、住房价格上涨、生活成本上升等问题，最终不利于经济的可持

续增长。另外，经济分权造成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的不匹配，导致财政缺口不断扩张，也逐步削弱了地方政府对经济的供

给能力(邓晓兰等，2019)[40]。在环境方面，地方政府在“竞争激励”下，为了增加自身的财政收入，也会通过放松对环境的监

管“以环境换增长”,引入更多高污染、高税收的企业，导致所在地区环境污染问题愈发严重(丁鹏程等，2019)[35]。但是适度的

财政分权，由于政府拥有自主权利相对较小，在行为和政策的制定上受到中央政府的控制和约束，使得政府因为“晋升锦标赛”

的竞争激励影响也较小，可以促使政府较多的关注民生性公共服务和环境质量的改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劳动力的适度

流入，使得劳动力流入造成的人口集聚中规模效应仍占据优势，最终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以上的分析可知，财政分权

水平不同，导致的政府行为也会有所不同，进而影响了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其它地区的财政分权导致的民生性

公共服务和环境质量水平的不同，也会影响邻近地区的劳动力流动，进而影响了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鉴于以上分析，本

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且邻近地区的财政分权也会影响到本地的经济增长水平，但财政分权可以通过影

响政府行为抑制了劳动力流动，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假设 4:随着财政分权水平不同，政府行为也有所不同，导致对劳动力流动产生不同影响，进而影响了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

长作用大小，即存在门槛效应。 

假设 5:财政分权会通过影响政府的相关行为，进而对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四、实证模型设计 

(一)模型的设定 

1.基准回归。 

本文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财政分权与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模型的具体表达式为公式(1)。同时，为

了检验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财政分权是怎样影响劳动力流动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本文在基准模型回归的基础上分

别加入劳动力流动和财政分权与劳动力流动的交互项，具体的模型的表达形式为公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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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下标 i 表示城市，t 表示年份，Y 为人均 GDP,FDit为财政分权，migit为人口流动，Xit为控制变量，λi表示个体固定效

应，μ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等式(2)中 JHXit为财政分权与人口流动的乘积，为了消除量纲的影响，使得系数具

有 可比 性和 更有 经济 学含 义， 本文 对财 政分 权和人 口流 动两 个变 量分 别做 了中 心化 处理 ，即  

 

2.门槛效应检验。 

由于财政分权与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一定是线性的，也可能存在非线性的关系，不同的财政分权水平，可能导致

其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不同，进而使得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另外，劳动力流入的数量不同，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也可能不同。因此本文使用 Hansen(1999)[41]开发的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来研究财政分权和劳动力流动分别作为门槛值时，

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具体的表达式为： 

 

其中γmllm表示低门槛值，γmhhm表示高门槛值，I(·)为线性函数，其余变量的含义与式(1)中相同。 

3.空间计量模型。 

接下来进一步分析邻近地区劳动力流动对本地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接下来本文使用空间杜宾模型，来对此进行检验，同

时报告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具体的模型构建见式(5): 

 

其中ρ为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系数；w为空间权重矩阵；wFDit、wlnmigit和 wXit分别为财政分权、劳动力流动和控制变量的

空间滞后项；λi为个体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为了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选取 3种空间权重矩阵进行回归，即 W1、W2和 W3,其中 W1表示基于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的混合权

重矩阵，W2表示基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W3表示基于 3阶最近邻的权重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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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基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元素的设置方法如下：  

W3基于 3阶最近邻的权重矩阵元素的设置方法如下：  

W1矩阵元素的设置方法如下： 

 

其中，wij,4为经济距离矩阵，具体表达式为： 

 

(二)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 

经济增长(PGDP):本文选用人均 GDP来表示经济增长，为了保证数据的平稳性和减少异方差性，本文对其进行对数处理。 

2.核心解释变量。 

(1)财政分权(FD): 

财政分权可以采用财政支出分权或财政收入分权来衡量。但由于财政支出分权大多来自于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往往被限

制了用途，导致政府拥有的财政自主权较小，所以使用财政支出分权来衡量财政分权尚存在争议(毛捷等，2018)[42]。因此本文

采用财政收入分权作为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为了剔除人口规模的影响，表达式中各层级的政府财政收入均采用人均财政收入

来表示，具体表达式为： 

 

(2)劳动力流动(mig): 

鉴于第六次人口普查中所调查的在人口流动中 90%以上都是劳动力的流动这一事实和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参照胡荣才等

(2011)[6]和王婷等(2020)[43]的做法，使用人口流动变量作为劳动力流动的代理变量，并借鉴杨晓军(2017)[44]的表示方法，用暂住

人口数来衡量，并对其做对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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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变量。 

(1)地区开放程度(trade)。一个地区越开放，越会吸引人口流入。本文采用进出口总额来表示一个地方的开放程度通常情

况下一个城市的进出口总额越多，则这个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2)产业结构(ID),一个城市的第二产业越发达，越可能导

致空气污染，而空气污染会影响居民的身心健康，进而减少了当地的人口流入，本文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与 GDP 的比值表示当

地的产业结构；(3)人口密度(density),人口密度越大，就会产生拥挤效应，人均所的到的教育、医疗公共服务以及基础设施建

设就会减少，不利于人口流入。本文采用年末人口数与行政区域面积的比值来表示人口密度；(4)相对房价(HP),通常情况下，

人口向某个城市流动，会将当地的城市房价考虑在内，房价水平越高尤其是相对房价水平越高，越不利于人口流入，最终会对

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造成一定的影响，本文使用张莉等(2017)的方法来表示相对房价，即使用城市的平均房价与城市的平均收

入水平之比来表示一个城市的相对房价水平
[45]

。为了数据的平稳性和异方差性，本文对地区开放程度、人口密度和相对房价做

了对数处理。 

由于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属于直辖市，行政级别等同于省级，而本文所研究的是地级市层面，因此本文将直辖市样本

予以剔除。另外，由于部分城市缺乏城市暂住人口数 1,因此将这些城市样本予以剔除，最后再剔除出一些数据缺失较严重的城

市，最终得到 268个地级市样本。本文所研究的时间跨度为 2007-2017年，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

济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统计年鉴》。对于个别年份统计年鉴中缺失的数据，通过查找各城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予以补齐，其它少数一些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予以赋值。具体的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见下表 1。 

表 1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符号表示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经济增长 人均 GDP的对数值(元) lnPGDP 10.410 0.682 4.595 12.579 

核心解释变量 

劳动力流动 城市暂住人口数的对数值(万人) lnmig 1.900 1.448 -3.507 6.790 

财政分权 财政收入分权 FD 0.255 0.140 0.029 0.749 

控制变量 

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增加值与 GDP的比值 ID 49.465 10.507 13.570 90.970 

人口密度 年末人口数与行政区域面积之比的对数值 lndensity 5.704 0.915 1.573 7.882 

对外开放程度 进出口总额对数值(百万美元) lntrade 7.094 1.970 -4.457 12.664 

相对房价 城市平均房价与城市平均工资水平值之比 lnhp -2.369 0.326 -3.907 0.494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由表 2模型(1)的结果可以看出，就核心解释变量而言，劳动力流动和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依次

加入控制变量后，除了系数的显著性和大小略有变化外，系数的符号并没有变化，表明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另外，为了检

验财政分权与劳动力流动的交互作用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本文在模型(6)中引入了二者的交互项，且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为负，

表明财政分权减少了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说明财政分权通过抑制劳动力流动进而抑制了经济增长。从总体上来

看，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性权，地方政府为了在“竞争锦标赛”机制中获胜，往往采用一定的政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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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增加当地的经济增长，但是财政分权下，政府将过多的关注经济增长上，而忽略了环境污染问题和民生性公共服务，进而不

利于劳动力向该地进行流动，同时劳动力流到一个地区，会给该地带来劳动要素，因而会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就控制变量而言：(1)产业结构。从回归结果来看，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表明第二产业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2)人口密度。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表明人口密度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这是符合逻辑的，通常情况下，在

人口密度高的地区，由于存在个体的知识溢出效应，人口密度的增加可以促进个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进而有利于当地的经

济增长。(3)进出口贸易总量。进出口贸易总量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可能的原因是进出口总量越高，表明该地区的

对外开放程度高，所拥有的外资企业越多，外资企业在增加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不仅有助于增加当地

政府的税收收入，也有利于吸引更多优质的国内外人才，学习更加有效的管理经验，因此可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4)相对房

价。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相对房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但是并不显著。通过来说，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

水平越好，会吸引更多的人流入，而流入的人对于住房的需求，也会拉高一个地区的房价水平。但高房价会增强劳动力家庭的

流动意愿，特别是挤出那些没有购房的、高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周颖刚等，2019)[46]。这不利于该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表 2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lnmig 
0.022*** 

(0.007) 

0.010* 

(0.005) 

0.010* 

(0.005) 

0.010* 

(0.005) 

0.033*** 

(0.009) 

FD 
1.258*** 

(0.234) 

0.791*** 

(0.181) 

0.745*** 

(0.178) 

0.745*** 

(0.177) 

0.923*** 

(0.180) 

JHX 
    

-0.096*** 

(0.032) 

 

续表 2 

变量 (1) (2) (3) (4) (5) 

ID 
 

0.156
***
 

(0.004) 

0.018
***
 

(0.002) 

0.018
***
 

(0.002) 

0.017
***
 

(0.002) 

lndensity 
  

0.032
**
 

(0.015) 

0.032
**
 

(0.015) 

0.033
**
 

(0.015) 

lntrade 
  

0.028
**
 

(0.014) 

0.028
**
 

(0.014) 

0.029
**
 

(0.013) 

lnhp 
   

-0.012 

(0.021) 

-0.012 

(0.021) 

常数 
9.432*** 

(0.053) 

8.662*** 

(0.070) 

8.342*** 

(0.114) 

8.313*** 

(0.119) 

8.293*** 

(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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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 644.44 970.65 869.22 813.80 759.06 

观测值 2,948 2,948 2,948 2,948 2,948 

N 268 268 268 268 268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更换回归方法的稳健性检验。为了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使用 POLS和随机效

应回归的方法重新进行回归；其次，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本文将财政分权的指标更换为各地级市财政收入与财政

支出的比值后重新进行回归。由结果可以看出，劳动力流动、财政分权与二者之间交互项系数的符号均与基准回归一致，且均

是显著的，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 3稳健性回归结果 

变量 
POLS 

(1) 

POLS 

(3) 

RE 

(2) 

RE 

(4) 

FE 

(5) 

FE 

(6) 

lnmig 
0.045*** 

(0.007) 

0.118*** 

(0.013) 

0.096*** 

(0.016) 

0.177*** 

(0.029) 

0.011* 

(0.006) 

0.028** 

(0.011) 

FD 
2.579*** 

(0.086) 

3.345*** 

(0.157) 

2.420*** 

(0.231) 

3.243*** 

(0.319) 

0.349*** 

(0.068) 

0.417*** 

(0.088) 

JHX 
 

-0.267*** 

(0.042)  

-0.317*** 

(0.084)  

-0.038* 

(0.022) 

常数 
7.713*** 

(0.127) 

7.712*** 

(0.122) 

7.040*** 

(0.302) 

6.991*** 

(0.292) 

8.300*** 

(0.118) 

8.273*** 

(0.121) 

时间固定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6529 0.6594 0.4844 0.4869 0.8675 0.8677 

观测值 2,948 2,948 2,948 2,948 2,948 2,948 

N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三)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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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内生性，本文借鉴原毅军和谢荣辉(2015)[47]的思路，将所有控制变量均做滞后一期处理后再重新进行回归。表 4

给出了回归的结果，从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财政分权和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旧为正向，并且交互项也为显著的负

效应，从而也说明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表 4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变量 (1) (2) 

lnmig 
0.011

*
 

(0.006) 

0.032
**
 

(0.012) 

FD 
0.728*** 

(0.148) 

0.897*** 

(0.170) 

JHX 
 

-0.093** 

(0.038) 

常数 
8.330*** 

(0.122) 

8.315*** 

(0.12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F 554.92 517.67 

观测值 2,948 2,948 

N 268 268 

 

(四)异质性检验 

上文分析的是财政分权与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平均效应，未考虑到异质性的影响，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和不同等级

城市之间，自然环境、财政分权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进而会导致财政分权、劳动力流动和二者之间交互作用的影响也有所不

同，因此本文将样本分为地区和城市竞争力两个角度，对结果进行异质性分析。 

1.分地区的异质性检验。 

首先将样本按照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分类回归 2,分为东部地区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城市，来研究不同地区，财政分权和劳动

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5。 

表 5分地区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东 中西 



 

 11 

(1) (2) 

lnmig 
0.021 

(0.015) 

0.032*** 

(0.010) 

FD 
1.461*** 

(0.269) 

0.729*** 

(0.193) 

JHX 
-0.044 

(0.050) 

-0.106*** 

(0.033) 

常数 
7.879*** 

(0.218) 

7.938*** 

(0.245) 

 

续表 5 

变量 
东 

(1) 

中西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F 500.33 539.62 

观测值 1,177 1,771 

N 107 161 

 

由表 5 可以看出，在东部地区，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但并不显著，表明东部地区而言，由于环境较好，经

济较发达，就业岗位较多，因此吸引了大量的人口流入，在增加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拥挤效应”,政府不得不提供更多

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来满足更多的人口，导致人均资源的不均等、房价和交通成本的上升，不利于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人

力资本流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劳动力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贡献。就财政分权与劳动力流动的交互作用来说，回归的结果也

并不显著，即财政分权对劳动力流动的抑制作用不显著，可能的原因为虽然由于“晋升锦标赛”机制，使得政府更倾向于为了

增加当地的经济增长而忽略民生公共服务的供给和环境污染水平，进而抑制了劳动力流动，但对于东部地区的政府来说，由于

政府的财政分权水平普遍较高，政府可以使用的政策手段较多，大部分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且有能力提供更

多的公共服务和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进入，不一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即在东部地区政府的财政分权有可能有利于劳动力流动，

进而导致财政分权对劳动力流动的抑制作用不显著。 

从中西部地区回归的结果来看，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财政分权和劳动力流动的交互作用显著

为负，表明在经济不太发达的中西部，财政分权抑制了劳动力流动，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对中西部地区而言，财

政分权水平相对较小，经济发展水平也较低，因此政府为了增加经济增长水平，可使用的政策手段相对较少，使得政府不得不

采用较为粗狂的方式，例如吸引更多的污染较为严重但可以在短时间内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的企业进入，使环境进一步恶化，另



 

 12 

外由于政府之间的竞争，更加倾向于减少民生性公共服务的支出，政府的这些行为均不利于促进劳动力的流入，同时这些企业

多为一些中间产品的加工企业，对人力资本的要求较低，也不能吸引更多优质的人才进入，最终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且高质量

发展。 

2.分城市竞争力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根据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 2019年《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中城市竞争力的分类，将研究样本中的城

市分为二线及以上城市(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和四五线城市。回归的结果见表 6。 

表 6分城市竞争力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二线及以上城市 

(1) 

三线城市 

(2) 

四五线城市 

(3) 

lnmig 
-0.012 

(0.071) 

0.035 

(0.023) 

0.026** 

(0.012) 

FD 
0.469 

(0.561) 

1.617*** 

(0.415) 

0.798*** 

(0.223) 

JHX 
0.017 

(0.144) 

-0.118 

(0.089) 

-0.084 

(0.067) 

常数 
9.237*** 

(0.553) 

8.178*** 

(0.234) 

7.684*** 

(0.253) 

 

续表 6 

变量 
二线及以上城市 

(1) 

三线城市 

(2) 

四五线城市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F 198.77 366.5 592.44 

观测值 451 692 1805 

N 41 63 165 

 

由表 6 中劳动力流动的回归结果可知，在二线及以上城市中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在三线城

市和四五线城市中二者之间的回归结果为正，其中三线城市中的结果并不显著。原因可能为：二线及以上城市由于经济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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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较为完善，且多为沿海地区的发达城市，吸引了大量人口流入，在造成一定规模效应的同时，也会由

于人口过多产生较为严重的拥挤效应，导致产生资源分配的不均等、人均公共服务的减少以及交通拥挤等问题，使得居民生活

成本上升，最终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而三线城市相比二线及以上城市来说，经济相对不发达，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建设相

对落后，同时多为内陆的中小城市，对人口流入的吸引与二线及以上城市来说较小，因此产生的拥挤效应也较小，表明对三线

城市来说，规模效应占据主导地位，两种效应相互作用最终促进了经济增长。四五线城市多为西部或东北地区的中小城市，经

济相对落后，人口流入规模较小，不容易产生拥挤效应，尤其在落后地区，地方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且多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因此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更加迫切，最终使得劳动力流入更容易产生规模效应，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 

由财政分权的回归结果来看，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为正，但在二线及以上城市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而在三线城

市及四五线城市的正向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可能的原因为：二线及以上城市相比于三线城市和四五线城市来说，多为行政

级别较高的城市，包括一些省级城市、副省级城市、较大城市及各省的省会城市等，这些城市的财政分权水平相对较高，而经

济发展水平也较高，因此政府之间因“晋升锦标赛”导致的不良竞争较小，同时政府也有能力提供更多的民生性公共服务和环

境污染治理，也有更多的政策手段来吸引科技水平较高且低污染的企业进入，因此在二线及以上城市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

进作用并不显著。而对三线城市和四五线城市来说，政府的财政分权水平相对较小，在“晋升锦标赛”机制下，政府会将财政

收入更多的用来提供经济性公共服务，较少的关注民生性公共服务，同时政府也有动机减少环境规制水平，用来吸引污染企业

进入，虽然为当地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但在短期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因此财政分权在三线城市和四五线城市对经济增长的

促进作用更显著。 

就交互效应的回归结果来看，在二线及以上城市、三线城市以及四五线城市中，劳动力流动与财政分权的交互项对经济增

长的回归结果均不显著，其中在二线及以上城市中影响为正、在三线城市以及四五线城市中影响为负。可能的原因为：在二线

及以上城市，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水平均较高，政府可以有能力或采取其他政策手段来提高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通过促

进劳动力流动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而在三线城市和四五线城市，由于政府之间的不良竞争，同时财政分权水平较

小，经济也不发达，尤其对四五线城市来说，多为经济落后的城市，财政分权使得政府更有动机减少民生性公共服务的支出，

最终不利于吸引人力资本流入，因此减少了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就回归结果来看，财政分权通过减少劳动力

流动进而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并不显著。 

(五)门槛效应分析 

不同财政分权可能会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有所不同，因此本文使用门槛回归的方法，来研究不同财政分权水平下，劳动力

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不同劳动力流动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基于此本文分别将财政分权和劳动力

流动分别作为门槛变量，来研究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在进行门槛回归前，需要对门槛个数进行检验，检验的

结果见表 7,同时本文还给出了门槛估计与相应的置信区间图，见图 1 所示。由表 7 中 F 值统计量的结果可以看出，以财政分权

和劳动力流动作为门槛变量均通过了双重门槛检验，由图 1 也可以更加直观的看出，确实存在两个门槛变量，表明财政分权和

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表 8给出了门槛回归的结果。 

从财政分权作为门槛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劳动力流入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倒 U”型趋势，即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当财政分权水平较低时，此时劳动力流入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当财政分权水平在

[0.082,0.357]区间时，劳动力流入量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当财政分权水平大于 0.357时，劳动力流入量对经济增长的促

进作用有所减小。可能的原因为：在财政分权水平较小时，政府的财政自主权较小，政府增加收入和发展经济可使用的政策手

段较少，激励了政府增加经济性公共服务，来吸引一些高污染、高税收的企业进入，虽然在短时间内拉动经济增长水平，但不

可避免的给当地带来环境污染，另外政府为了增加经济性公共服务而减少了民生性财政支出，环境污染和民生性公共服务的减

少，不利于吸引劳动力流入，由于劳动力流入量较少，导致此时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而过高的财政分权，

会使得政府拥有过多的财政自主权，这些地区往往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政府有能力提供更多、更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



 

 14 

也可以采取更多的政策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进入，由于就业岗位较多，民生性公共服务较好，因此吸引了过多的劳动力流入，造

成人口集聚产生规模效应的同时，也会造成拥挤效应的增加，减少了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由以上分析可知，过高和

过低的财政分权水平，均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只有适度的财政分权，才能较好的平衡好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

使得地方政府较少的致力于政绩考核的竞争之中，较多的关注民生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形成适度规模的人口集聚，减

少了资源分配不均等和居民生活成本，最终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劳动力流动作为门槛值的回归结果来看，当劳动力流动门槛值小于 2.05 时，即暂住人口数小于 2.05 万人时，此时的劳

动力流动并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当劳动力流动跨越单层门槛时，即暂住人口数超过 2.05万人时，此时劳动

力流动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开始显现，表明对一个地区而言，只有劳动力流入量达到一定程度后才会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当

暂住人口数增加达到双重门槛值 57.5万人时，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仍旧是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相对于区间[2.05,57.5],系数

有所减小，表明由人口集聚带来的拥挤效应开始显现，通勤成本上升，人均民生性公共服务的减少，均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成本，

也不利于吸引人力资本进一步流入，最终减少了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图 1以财政分权为门槛值和以劳动力流动为门槛值的门槛估计量与置信区间 

表 8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 

变量 
财政分权 

(1) 

劳动力流动 

(2) 

劳动力流动 0 
0.009 

(0.021) 

0.013 

(0.024) 

劳动力流动 1 
0.162*** 

(0.009) 

0.163*** 

(0.010) 

劳动力流动 2 
0.098*** 

(0.014) 

0.132*** 

(0.011) 

常数项 
5.677*** 

(0.276) 

5.673*** 

(0.27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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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375.11 367.38 

样本量 2,948 2,948 

N 268 268 

 

(六)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由表 9回归的结果可知，ρ的值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增长在各城市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但由于存在空间权重矩阵，导致回归系数并不能很好的反映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边际效应，因此本文采用 Lesage 和

Pace(2010)[48]的方法，采用偏微分的方式，将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进行效应分解，即分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

应，具体见表 10。由直接效应的结果可以看出，本地的财政分权和劳动力流动对本地的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

与前文的研究结果一致。由间接效应的结果可以看出，邻近地区的财政分权和劳动力流动对本地的经济增长也具有显著的正向

效应，表明财政分权和劳动力流动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且不同的权重水平下，结果均一致，表明空间回归的结果具有稳

健性。可能的原因为：就财政分权而言，一方面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之间产生竞争，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更多企业进入来增加

政府的收入水平，倾向于增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型公共服务的支出，使得周边地区的经济获益，另一方面财政分权导致

政府较少的关注环境污染问题和民生性公共服务，促使劳动力向周边地区流动，从而有利于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就劳动力流

动而言，随着人口向一个地区进行流动，会造成人口集聚，可以提高该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推动区域的创新效率提升，

并且会产生一定的溢出效应。 

表 9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变量 
(1) 

W1 

(2) 

W2 

(3) 

W3 

lnmig 
0.010

**
 

(0.025) 

0.010
**
 

(0.027) 

0.028
***
 

(0.000) 

FD 
0.554*** 

(0.000) 

0.515*** 

(0.000) 

0.711*** 

(0.000) 

W*lnmig 
0.045*** 

(0.003) 

0.062*** 

(0.000) 

0.051*** 

(0.000) 

W*FD 
0.315 

(0.203) 

0.294 

(0.189) 

0.306** 

(0.031) 

ρ 
0.834*** 

(0.000) 

0.816*** 

(0.000) 

0.686*** 

(0.000) 

 

续表 9 

变量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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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 W2 W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R2 0.961 0.961 0.953 

Log 1610.314 1588.919 1218.367 

观测值 2,948 2,948 2,948 

 

表 10空间分解的结果 

变量 
 

W1 W2 W3 

lnmig 

总效应 
0.335*** 

(0.000) 

0.393*** 

(0.000) 

0.254*** 

(0.000) 

直接效应 
0.016*** 

(0.001) 

0.020*** 

(0.000) 

0.050*** 

(0.000) 

间接效应 
0.318*** 

(0.000) 

0.373*** 

(0.000) 

0.204*** 

(0.000) 

FD 

总效应 
5.217*** 

(0.000) 

4.382*** 

(0.000) 

3.234*** 

(0.000) 

直接效应 
0.641*** 

(0.000) 

0.608*** 

(0.000) 

0.959*** 

(0.000) 

间接效应 
4.576

***
 

(0.001) 

3.774
***
 

(0.001) 

2.274
***
 

(0.000)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 2007-2017 年全国 268 个地级市数据，以财政分权为背景，从线性、非线性和空间溢出效应三个层面对劳动力流

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如下：第一，在线性层面上，财政分权和劳动力流动均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并且从总体上，财政分权对劳动力流动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最终减少了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第二，在非线性

层面上，本文使用门槛效应模型进行研究。当财政分权作为门槛值时，在财政分权水平较低时，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并不显著，而当财政分权水平提高到[0.082,0.358]区间时，此时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开始显现，当财政分权水平跨越 0.358

时，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大小相较于财政分权在区间[0.082,0.358]时较小，表明在适度的财政分权下，有助于减少地方

政府之间的竞争，因此政府会将更多的收入用在民生性公共服务和关注环境问题上，另外，虽然地方政府拥有了一定的财政自

主权，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央政府的控制，使得地方政府在合理的范围内吸引人力资本流入，有助于减少拥挤效应的发生，

最终有利于经济可持续且高质量发展。第三，在空间溢出效应层面上，通过空间面板效应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财政分权和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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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流动不仅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表明财政分权和劳动力流动有利于促进区域间

的协调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得出以下政策启示：第一，进一步降低落户门槛制度，尤其是落后和欠发达地区，发挥其对吸引劳动力流

入的积极作用。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因素，由人口流动造成的人力资本集聚，可以促进知识的进一步积累，区域的产业

结构升级，对产业集聚也具有重要的影响，而这些均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劳动力流动向某个城市或地区进行流动，

该地区的生活环境和公共服务也是所考量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需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环境治理，来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流

入本地，同时进一步放宽落户门槛，使得流入到本地的人口可以享受到本地的教育和医疗，也促使这部分人口能够长期居住在

本地，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第二，进一步优化财政分权制度，明确政府的责任。财政分权不仅可以直接影响政府行为，还

可以通过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间接的影响市场主体行为，最终传导到各地区计划外增长上(詹新宇和刘文彬，2020)
[20]
。由

于财政分权制度，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同时地方政府官员由于“晋升锦标赛”的压力，导致政府“竞争

到底”行为的发生，虽然有利于短期内当地经济增长，但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在财政分权下，财权上移，事权下移，地方

政府用于汲取地方收入的方式较为有限，因此政府倾向于降低招商引资企业的环境标准，来吸引企业的进入，进而导致当地居

民享受不到较好的公共服务和生活环境，这些行为均不利于吸引人口进入，尤其是优质的人力资本，因此应进一步优化财政分

权制度，明确政府的责任，避免政府之间的不良竞争。第三，进一步促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目前政府公共

财政的基本目标之一，我国目前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问题仍旧较为突出，城乡之间、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之间所享受的基础

教育、医疗服务、环境服务等之间的差距较大，而公共服务，尤其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影响着人们的福利水平。公

共服务对劳动力的流动有拉力作用(周颖刚等，2019)[46]。表明劳动力更倾向于流向公共服务水平较好的城市，更好更优质的公

共服务，可以吸引更多、更优质的人才，无论对城市的发展还是就业者自身都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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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缺乏城市暂住人口数的城市为:青岛、长沙、株洲、深圳、湛江、潮州、三亚、三沙、毕节、铜仁、拉萨、西安、海东。 

2本文将城市按省份所在地区,分为东部地区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城市。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河北、辽宁、江苏、

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西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内蒙古、广西、重庆、四

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